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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来自CGSS的经验证据

刘国辉　单宝刚　张卫国

摘要: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３)中的农民

工样本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及其群体间差异.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健

康呈正相关关系,即较好的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可以提高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概率.同时,普通话能力的

健康效应在农民工样本中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之后,上述

结论依然稳健.发现和理解语言的健康效应,对于增强对语言经济社会效应的认识,对于语言扶贫、健康

扶贫以及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普通话能力;健康效应;农民工;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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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健康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影响着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对于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

工而言,尤为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在当前提倡“全民健康”社会背景

下,农民工健康问题愈发突出,不仅涉及公共卫生,俨然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关于农民工健康,大量文献围绕其影响因素而展开,取得了不少成果.综合来看,相关的讨论涉

及了教育、社会资本、工作时长、工作类型、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家庭交流、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如,
黄乾利用上海、天津等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及社会资本会对农民工健康产生积极影响① .
李珍珍、陈琳利用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性别、教育、工作时长、工作类型、家庭负担等会

对农民工健康产生影响②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家庭交流、社会交往等同样能

够影响农民工的健康状况③ .
但事实上,农民健康的影响因素是复杂且多元化的.近年来,国外针对移民的研究发现,流动人

口的健康状况与其个人语言能力也密切相关.Mui等曾利用美国纽约市中韩两国老年移民的样本讨

论了英语语言能力与个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两组亚裔移民的健康水平因个体的语言

能力不同而存在差异.不仅如此,两组移民的健康水平普遍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且语言能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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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健康水平越低①.Pottie等则研究了加拿大移民的语言能力与其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在控制性别、年龄、医疗保健、工作满意度等协变量后,英语或法语(均为加拿大官方语言)水平与

移民健康状况显著正相关,且在女性移民中关系更为明显②.Ng等对７０００余名加拿大移民的健康

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的自评健康患病率明显高于加拿大本

土居民,而移民健康水平的降低与他们对英语或法语的掌握程度较低有着显著联系③.这表明,较好

地掌握目的国的语言能力有利于保持个人健康水平.Schachter等对美国部分亚裔和拉丁裔移民的

语言能力(包括母语和英语)与健康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和只掌握母语的移民相比,熟练掌握母

语与英语的双语移民其健康水平具有明显优势.他们认为,双语移民健康水平较高的原因可能在于

他们熟练掌握了目的国语言而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关系的支持④.
总之,作为一个较为新颖的切入点,从语言能力的角度来研究思考流动人口健康正日益得到国外

研究人员的关注.国内方面,相关研究往往是把语言和健康作为两个独立事物,对它们在农民工城市

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分别讨论,关于语言能力与健康水平关系的研究还十分少见.
基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研究了普通话能力对流动人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

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健康水平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二者关系存在着

异质性.在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通过识别

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与其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增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语言能力经济社会效应的认识,
为解决农民工健康问题提供较为新颖的切入点;第二,研究考察农民工群体的普通话能力和健康水平关

系的异质性,可以更加精准地维护农民工的健康权益,有助于实现健康的人口城市化;第三,从提升农民

工语言能力、提高健康水平等角度为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提供借鉴,有利于解决农民工流动过程中

出现的农民工难题,对推动农民工社会融入、建设和谐经济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以农民工健康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民工普通话能力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作

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由此建立计量模型对普通话能力与农民工健康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Healthi＝β０＋β１mandarini＋λXi＋εi (１)
其中,Healthi为农民工的身体健康情况,i表示个体,mandarini代表个体的普通话能力,Xi是影

响农民工健康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εi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健康水平.在CGSS２０１３问卷中,体现健康水平的问题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

体健康状况是怎样的”,因此借鉴以往研究的通用做法,选取自评健康作为衡量农民工健康的标准.
核心解释变量:农民工普通话能力.具体从听和说(“普通话听辨”[ML]和“普通话表达”[MS])

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够基本反映特定个体普通话的真实水平,良好的普通话能

力既需要能听懂、理解对,也需要能说出口、表达正确.在 CGSS２０１３调查中,通过向被调查者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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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自己听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水平”和“您觉得自己说普通话的能力是什么水平”,让其根据自

己的普通话听说水平进行评级,评分越高表明其普通话水平越高.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工作特征变量及个体特征变量等.工作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工作时长、工作年

限、劳动收入等.工作时长是指每周累计工作的时间,工作年限则指截至被访日累计参加工作的年

数,工作时间越久、工作年限越长,更容易引发劳累,也加大了职业病及其他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同时

累积的工作压力也可能越大.劳动收入是指通过工作等途径获得的全年劳动收入情况,收入的高低

能够影响是否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获得医疗援助及保健等.为了控制个体特征可能对健康水平产生的

影响,本文还引入了性别、年龄、婚姻情况、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变量.其中,性别、年龄、婚姻情况

是较为常见的个体特征变量,指标上的差异会影响健康水平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能够反映被访者的

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能够对农民工的健康情况产生影响①.
需要指出,CGSS２０１３问卷中关于健康的问题选项包括“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

康”“很健康”五个层级,是离散变量且存在明显的由低到高排序.因此,在具体的计量回归上,我们按

照经验采用了有序的Probit模型来估计普通话能力和健康关系.
(二)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数据选取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课题组公开发布的２０１３年微观调查(CGSS２０１３).在样本主

体的选取上,我们参考既有文献的做法,将“农民工”的定义为:十八周岁以上、六十五周岁以下,具有

农村户口、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广义农民工”群体.在对缺失值进行筛选和剔除后,本文累计有效

的农民工样本数量为１６１３个.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可以发现,对于被解释变量(被访农民工自评健康)的均值为

４１２９,直观数据反映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从普通话听辨和表达水平来看,样
本中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听辨水平优于普通话表达水平,其均值分别为３８６４和３２３５.整体

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能力一般,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个体特征变量统计来看,样
本中的农民工群体多数为男性,这也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年龄平均值在３９２１９岁,大
多数已婚,绝大多数为汉族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平均值为９１８,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受教育程度较差.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自评健康
依次按“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

健康”“很健康”赋值１、２、３、４、５
４．１２９ ０．８９８ ５ １

核心解释变量:

普通话听辨
依次按“完全听不懂”“比较差”“一般”“比较

好”“好”赋值１、２、３、４、５
３．８６４ ０．８９２ ５ １

普通话表达
依次按“完全不能说”“比较差”“一般”“比较

好”“好”赋值１、２、３、４、５
３．２３５ １．０２４ ５ １

个体基本特征: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６２６ ０．４８３ １ ０

年龄 岁 ３９．２１９ １０．８１２ ６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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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婚姻 未婚＝１;其他＝０ ０．１１９ ０．３２４ １ ０

民族 汉族＝１;其他＝０ ０．９２１ ０．２６８ １ ０

受教育年限 年 ９．１８０ ３．２３７ １９ ０

工作特征:

工作时长 每周工作时长(小时) ５６．４３０ １７．０４１ １１２ ２

工作年限 累计工作年数(年) １２．１０６ ９．２８８ ４７ １

劳动收入 对“全年总收入”作对数处理 １０．０１３ ０．７７４ １１．６９５ ６．６８４

　　注:CGSS２０１３问卷关于受教育程度问题的选项为当前最高教育程度(从“未接受过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我
们对其分别赋值相应的受教育年限.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１．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表２汇报了基于有序Probit模型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

健康影响的初步结果.我们使用了嵌套模型形式在方程中依次加入个人基本特征和工作特征等控制

变量,第１ ３列为普通话听辨的结果,第４ ６列为普通话表达的结果.可以看出,各组方程中年龄与

农民工健康显著地负相关,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年龄的增大会带来身体机能

的下降,加重各项疾病的发生率,这符合人们普遍的生理规律.
在不加入工作特征、职业、行业和地区变量之前,性别、受教育年限对健康变量亦有影响(见第２、

５列),但加入上述变量之后,性别、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这说明性别、受教育年限对农民

工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工作特征(如劳动收入)等其他渠道产生的.具体的工作特征方面(见第３、６
列),周工作时长和工作年限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说明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健康

有下降的趋势.全年劳动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收入越高,农民工接受

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障的可能性相对较大,同时也会加大对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有利于维系健康.
在本文最为关心的语言能力方面,可以看到在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普通话听辨和表达的回归

系数相应地有所下降,但它们对农民工自评健康的影响在各个方程中都显著为正(均在１％统计水平

上显著).因此,有证据表明农民工的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均能够对其身体健康情况产生积极作

用,即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越好的农民工,其身体健康状况也表现得更好,这也与国外既有文献的

研究成果相吻合.

表２ 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有序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普通话听辨(ML) ０．２６７∗∗∗

(８．６２)
０．２１７∗∗∗

(６．６８)
０．１９９∗∗∗

(５．７５)
０．１７６∗∗∗

(４．４９)

普通话表达(MS) ０．１７５∗∗∗

(６．０９)
０．１０４∗∗∗

(３．５０)
０．０９２∗∗∗

(３．０３)
０．０４９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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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２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个

体

基

本

特

征

性别
０．１０６１∗

(１．８５)
０．０９０９
(１．５０)

０．１０４８∗

(１．８０)
０．０６１５
(０．９６)

０．１０３１
(１．５５)

年龄
０．０１６０∗∗∗

( ５．１６)
０．０１４９∗∗∗

( ４．０４)
０．０１６２∗∗∗

( ５．１２)
０．０１４２∗∗∗

( ３．８２)
０．０１４５∗∗∗

( ３．８２)

婚姻
０．１２８

( １．２９)
０．１３１

( １．２５)
０．１３１８

( １．３３)
０．１２７

( １．２６)
０．１２８

( １．２２)

民族
０．２２７∗∗

(２．２３)
０．１８７∗

(１．８２)
０．２１４∗∗

(２．１１)
０．１７３∗

(１．６９)
０．１８７∗

(１．８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６３∗

(１．７３)
０．０１３３
(１．２３)

０．０２０５∗∗

(２．１３)
０．０１２４
(１．１９)

０．０１１２
(１．０２)

工

作

特

征

周工作时长
０．００１７

( １．０３)
０．００１５

( ０．９５)
０．００１７

( １．０４)

工作年限
０．００４７

( １．２６)
０．００４４

( １．１８)
０．００４８

( １．３０)

全年劳动收入
０．１３３∗∗∗

(３．０１)
０．１３９∗∗∗

(３．１５)
０．１３０∗∗∗

(２．９４)

其

他

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N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注: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第７列汇报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当普通话听辨和表达同时放入模型时,二者的回归系数较

之前又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只有普通话听辨的回归系数统计上是显著的,而普通话表达的系数变得不

再显著.这意味着相对于普通话表达而言,普通话听辨在维系农民工健康水平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

角色.可能的解释是: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大多数时间更需要听从管理指令,很少发表自己

的看法,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把这种语言习惯带到了求医问药的健康管理过程中,导致听辨对其健康的

影响会更明显.无论怎样,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普通话能力对其自评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

影响.

２．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回归.上文中我们采用了有序的Probit模型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对

农民工健康的影响,但回归中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其来源与方程中可能的遗漏变量、测
量误差以及语言能力和健康之间反向因果关系等问题相关,进而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误.为克服上

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工具变量估计.不过,计量研究中合适的工具变量普遍难找,对于语言与健

康关系研究更是如此.

表３ 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有序probitIV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普通话听辨(ML) ０．３５１∗∗ 　(２．１７) ０．２５１∗∗　 (２．５２)

普通话表达(MS) ０．２５０∗∗ 　(２．４９) ０．０８１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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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个
体
基
本
特
征

性别 ０．１０３３　(１．５６) ０．０９８８　(１．５０) ０．１０６２　(１．６０)

年龄 ０．０１４７∗∗∗ ( ３．８８) ０．０１３７∗∗∗ ( ３．６０) ０．０１３４∗∗∗ ( ３．５５)

婚姻 ０．１４０　( １．３４) ０．１４０　( １．３３) ０．１３７　( １．３０)

民族 ０．１３９　( １．１３) ０．１５４　( １．２４) ０．１３９　( １．１２)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００　(０．８９) ０．０１０６　(０．９４) ０．００８４　(０．７４)

工
作
特
征

周工作时长 ０．００１６　( ０．９６) ０．００１４　( ０．８５) ０．００１６　( ０．９６)

工作年限 ０．００４５　( １．２５) ０．００４１　( １．１１) ０．００４７　( １．２７)

全年劳动收入 ０．１３０∗∗∗ (２．９５) ０．１３６∗∗∗ 　(３．０９) ０．１２８∗∗∗ 　(２．９０)

其

他

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corr(e．ML,e．Health)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３

corr(e．MS,e．Health)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N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注:方程１中Ⅳ为同一地市级层面除受访者自身之外其他农民工普通话会听的平均水平和农民工个人的听英语的能

力;方程２中Ⅳ为同一地市级层面除受访者自身之外其他农民工普通话会说的平均水平和农民工个人的说英语的能力;方

程３中的Ⅳ包含了方程２和４的Ⅳ.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一般而言,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要与所替代的随机解释变量(即模

型中的内生变量)高度相关;第二,要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第三,要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以及随机

误差项不相关.按照这一原则,我们首先选取了农民工听英语和说英语的个人能力水平分别作为其

普通话听辨和表达的工具变量.具体原因如下:第一,英语能力和所替代的解释变量———普通话能力

密切相关.它们都是语言能力,都需要后天习得而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二者具

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符合工具变量选取的第一个条件.第二,英语能力与被解释变量———农民工健

康水平无关.虽然有研究表明英语能力在我国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①,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但一般作用于非农民工样本.由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居住环境等因素,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几乎

使用不到英语,英语能力对农民工的收入和健康不会产生影响.我们利用本文样本数据对农民工英

语听、说能力和健康关系进行了估计,发现英语听说能力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判断基本

一致,即没有证据表明农民工英语听说能力与其健康存在关联.这与前面第二个条件相一致.第三,
英语能力与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以及随机误差项无关.因此,将农民工听英语和说英语的能力作

为其普通话听辨和表达的工具变量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基本条件.
其次,借鉴了使用更高层级的变量作为低层级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思路,与赵颖的研究相类似②,

我们把同一地市级层面除自身外其他农民工语言能力的平均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它也基本满足上述

所列举的工具变量选取的三个条件.具体地,首先我们将普通话听话和表达“一般”以下定义为不会

听和不会说,之上定义为会听和会说.然后,将同一地市级层面除受访者自身之外其他农民工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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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听的平均水平作为普通话听辨的工具变量,将同一地市级层面除受访者自身之外其他农民工普通

话会说的平均水平作为普通话表达的工具变量.
针对不同的因变量形式,内生自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有多种形式(如,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二阶

段最小二乘法,因变量为０和１离散变量的Logit/Probit工具变量估计,等等),但是本文因变量为有

序的离散变量,上述传统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均无法正确地估计出其结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

了含有内生协变量的有序Probit估计方法(orderedprobitwithendogenouscovariates,以下简称有序

ProbitⅣ估计.具体见Stata软件第１５版的扩展回归模块[ERM]).该方法同时汇报了一阶段回归

方程残差项和主方程残差项相关性的估计结果.根据Stata官方的帮助说明文件,当两个方程残差项

相关性的估计结果的p值统计上显著(小于０１),即接受“回归方程存在内生变量”的原假设,同时说

明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及方程回归结果有效,由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主方程估计偏误得到纠正.
表３汇报了采用有序ProbitⅣ估计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我们看到表格下方一阶段方程残差项

与主方程残差项相关性的p值均小于０１,说明我们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有效.分别对照表２第３、

６、７列的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使用工具变量前后普通话听辨和表达的估计系数在符

号方向和统计显著度上基本保持不变.唯一的差别在于,工具变量法得到的系数较之前的回归结果

稍稍偏大.出现此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回归中一些向下的衰减偏误超过了那些因遗漏变量或者

反向因果造成的向上偏误.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个案,此现象出现于国内外劳动经济研究的众多文

献中①.这也说明我们之前使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出来的结果可能偏低.
(二)普通话对农民工健康影响的群体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群体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语言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会随着农民工群体

的异质性而变化吗? 为更好地把握农民工语言能力和健康水平的关系,有必要对普通话对农民工健

康影响的群体性差异做出进一步的考察.

１．男女农民工的差异.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学习具有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不只在第二语言(外
语)的学习上,也存在于对母语的学习、理解和使用上.一般来说,女性的语言能力往往要强于男性.
我们对本文男女样本事先做了统计,也确实如此.女性农民工普通话听辨和表达能力的均值比男性

均值分别高出０１１和０２１.因此,我们首先对男女农民工普通话能力与健康关系进行了分析.这里

采取了与前文相同的模型和方法,对男女农民工样本进行了分别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１ ２列为普通

话听辨的结果;第３ ４列为普通话表达的结果;第５ ６列为普通话听辨和表达同时放入方程的结果.
其中,有序ProbitⅣ估计结果的一阶段方程残差项与主方程残差项相关性的P 值均小于０．１,说明本

表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是有效的.

表４ 男女农民工普通话能力与健康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有序

Probit

(２)

有序

ProbitⅣ

(３)

有序

Probit

(４)

有序

ProbitⅣ

(５)

有序

Probit

(６)

有序

ProbitⅣ

PanelA:男性农民工

普通话听辨
０．１６３∗∗∗

(３．７０)
０．３３８∗∗∗

(４．１３)
０．１６２∗∗∗

(３．３２)
０．２９０∗∗∗

３．０８)

普通话表达
０．０７５
(１．６３)

０．２７２∗

(１．９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７６∗∗

(２．４８)

corr(e．ML,e．Health)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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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４

解释变量

(１)

有序

probit

(２)

有序

probitⅣ

(３)

有序

probit

(４)

有序

probitⅣ

(５)

有序

probit

(６)

有序

probitⅣ

corr(e．MS,e．Health)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

N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PanelB:女性农民工

普通话听辨
０．２６０∗∗∗

(４．４７)
０．４１６∗

(１．７６)
０．２０２∗∗∗

(２．９１)
０．３５４∗∗∗

(２．７１)

普通话表达
０．２１３∗∗∗

(３．７３)
０．２３８∗

(１．８４)
０．１０６
(１．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４５)

corr(e．ML,e．Health)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corr(e．MS,e．Health)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N ６０４ ６０４ ６０４ ６０４ ６０４ ６０４

　　注:本表各个方程均包含了表３模型中的所有变量,第２、４、６列方程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也与表３中相同.限于篇

幅,这里只给出了普通话能力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４可以看出:第一,无论是普通话听辨还是普通话表达,总体上它们对男女农民工健康都产

生一定的影响.简单地从回归系数上看,普通话听辨对女性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然

而,普通话表达则恰好相反,它对男性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大于女性(见第４列有序 ProbitⅣ估计结

果).这种现象可能的解释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中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社会网络和交际渠道狭

窄,对外交流的机会少.而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思想保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让女性农民

工与外界的交流更少.即使外界有交流,相对于男性,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是陪同和倾听,说的机会也

很少.在这种情形下,女性农民工听普通话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同理,相对于女性,男性农民工说

普通话的能力尤显重要.因此,女性农民工普通话听辨能力和男性农民工普通话表达能力成为“稀
缺”资源,它们对健康的影响自然增大.

表４第６列有序ProbitⅣ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断.当普通话听辨和表达同时放入方程时,
女性农民工样本普通话听辨的回归系数大于男性农民工样本的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但她

们普通话表达的回归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而男性农民工普通话表达的回归系数则是显著的(５％的统计

水平),这说明拥有较强普通话表达能力的男性农民工和拥有较强普通话听辨能力的女性农民工更容

易融入城市生活之中,更加适应身份和地域的转变,也更容易接受到良好的医疗保障和救助.

表５ 新、老农民工普通话能力与健康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

(１)
有序

Probit

(２)
有序

ProbitⅣ

(３)
有序

Probit

(４)
有序

ProbitⅣ

(５)
有序

Probit

(６)
有序

ProbitⅣ

PanelA:老一代农民工

普通话听辨 ０．１５２∗∗∗

(３．６８)
０．４８４∗∗

(２．０１)
０．１４１∗∗∗

(３．０７)
０．３４１∗∗∗

(２．８９)

普通话表达 ０．０８９５∗∗

(２．１２)
０．２８９∗∗

(２．１１)
０．０２７１
(０．５８)

０．０８５９
(０．８５)

corr(e．ML,e．Health)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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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５

解释变量

(１)

有序

Probit

(２)

有序

ProbitⅣ

(３)

有序

Probit

(４)

有序

ProbitⅣ

(５)

有序

Probit

(６)

有序

ProbitⅣ

corr(e．MS,e．Health) ０．０９６ ０．２０２

N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１０７５

PanelB:新生代民工

普通话听辨
０．２９１∗∗∗

(４．６６)
０．５４１∗∗

(２．１１)
０．２７８∗∗∗

(４．６２)
０．３５０∗∗

(２．０２)

普通话表达
０．２７８∗∗∗

(３．９４)
０．３６４∗∗

(２．３１)
０．０５４
(０．９１)

０．１８２∗

(１．７１)

corr(e．ML,e．Health)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orr(e．MS,e．Health)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N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５３８

　　注:关于变量说明,同表４.括号内为t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２．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年龄是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需要对不同年龄层次

的农民工普通话能力与其健康关系进行考察.但是受本文有效样本量的限制,如果将年龄按以往研

究那样分为１８ ２９岁、３０ ３９岁、４０ ４９岁、５０岁及以上等不同的年龄组,一些分组中样本量过小,将
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随着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农民工群体发生代际更替和内部分化,出现了“新
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两个群体,农民工的代际差异问题也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因

此,我们退而求其次,将农民工的年龄异质性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根据当前学术界的

共识,以１９８０年为限,此前出生的农民工被视为“老一代农民工”,此后出生的则为“新生代农民工”①.
代际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出生年代和社会背景的不同,不同的代际群体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态度

反应、行为偏好,都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新老农民工群体在语言能力和健康水平上的代际差异,可
以更好把握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表５汇报了新老农民工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我们看到,无论是有序Probit模型估计,还是有序ProvbitⅣ估计(其一阶段方程残差项与主方程

残差项相关性的p值均小于０１,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有效),结果都显示普通话能力(听辨和表达)对新

老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同时,各个方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普通话听辨和表达的回归系数都超

过老一代农民工的系数.特别地,在将普通话听辨和普通话表达放入同一方程的有序ProbitⅣ估计

结果中(见表５第６列PanelB),新生代农民普通话表达回归系数也是显著的.这与表４女性分样本

的回归结果相类似.前面提到,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１９８０年之后,他们较老一代农民工接受了更好

的普通话普及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会更容易或更熟练地运用普通话来扩大交际网络,
可以利用自己的普通话优势接受更好的医疗,进而获得更好的身体健康水平.这进一步验证了普通

话能力越高,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好.

四、关于普通话与农民工健康关系的逻辑讨论

前面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普通话能力更好的农民工会拥有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其背后有怎

样的机理或传导路径? 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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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第３期.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维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工具,它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

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国外较为成熟的移民社会融入研究及语言经济学研究中,语言常常

被视为决定劳动者就业、工资收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语言对流动人口健康产生

影响,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语言的交际作用和人力资本价值.
首先,语言作为交流的媒介,通过传递信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利于人们更好参与到社会

生活与人际交往之中.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首先面对的就是与城市人口的平等交流问题.
但是农民工进入城市不同程度地都会面临着普通话理解和表达的挑战.语言障碍直接导致流动人口

难以接受有效的预防保健和医疗诊治①.由于不能有效地运用普通话交流,农民工一方面难以顺利

地去寻医问药,另一方面农民工对看病抱有抵触情绪,即使主动就医,也很难使用普通话将自己的病

情描述清楚,因而不能很好地得到救治.
其次,语言的交际功能可以使其对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农民工在城

市里往往禁锢在乡音的小圈子里,群体外的社会交往范围有限,较差的普通话能力更是成为他们对外

人际交往的一大阻碍.相反,较好的普通话能力可以使他们改善邻里关系,获得更大的交往空间.有

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关系特别是来自家庭、朋友的支持将对个人健康产生有益影响②.因此,语言可

以通过影响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而对其健康产生影响.
再次,从语言经济学视角来看,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③,而人力资本是提高个人

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具备更高语言能力的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实

现社会融入,尤其体现在获得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作报酬等方面上④.也就是说,语言能力有利于提

升社会经济地位,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健康水平的主要预测指标之一⑤,因为农民工个体经济水平是平

时是否能顺利接受医疗保险和保健服务、生病时能否及时得到救治的首要前提,这意味着语言能力还

可以通过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经济状况对其健康产生影响.
最后,语言能力较差的流动人口,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可能会遭受更多的生存压力和社会歧视,而

压力和歧视可能会导致个人健康水平下降⑥.前面提到,语言有助于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空间,
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减少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和歧视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这对农民工健康也会产生

积极的效果.

五、结论

利用CGSS２０１３的微观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回归和含有内生协变量的有序Probit估计

方法,研究考察了普通话能力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年

限、工作经验、劳动收入以及职业、行业和地区等个体及区域层面因素后,普通话能力(听辨和表达)与
农民工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分样本回归中,我们还发现在增强自身健康方面,听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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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能力对于女性农民工贡献更大,而说普通话的能力对于男性农民工的贡献更大;同时,有证据表

明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能更好地利用普通话优势获得更佳的健康.在克服了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
在当前人口流动性愈发增强的背景下,克服语言障碍对于加强农民工健康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普通话作为国家的通用语言,与其他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相比,具有更强的交际作用和人力资

本价值,可以通过帮助农民工改善医患沟通、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提高经济社会地位以及减少压力与

歧视等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正进入决胜时刻,国家积极倡导包括语言扶贫、健康

扶贫在内的全方位扶贫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劳动者要增强语言能力意识,有关管理部门要树

立语言服务健康的意识,国家则有必要继续强化普通话推广和相关培训工作,充分发挥语言的经济社

会价值,服务健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TheImpactofProficiencyinMandarinonMigrants’HealthinChina

LiuGuohui　ShanBaogang　ZhangWeiguo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YanbianUniversity,Yanji１３３００２,P．R．China;
CenterforEconomicResearch,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BasedonthemicroＧdataoftheChinaGeneralSocialSurveyin２０１３,thispaperexamines
theimpactofproficiencyinMandarinonhealthamongmigrantworkersinChina．WefindthatprofiＧ
ciencyinMandarinispositivelyassociatedwithmigrantworkers’health．AhigherlevelofMandarin
listeningandspeakingabilityhelpstoincreasetheprobabilityofbeinghealthyformigrantworkers．
AfurtherstudyshowsthatthereisheterogeneityinthehealtheffectsofproficiencyinMandarin．
Aftercontrollingforthepossibleendogeneity,theresultsarestillrobust．
Keywords:ProficiencyinMandarin;Healtheffect;Migrantworker;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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